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毛泽东“中间地带”论与
中日邦交正常化

①

吕耀东

　　摘　要：新中国一直致力于改善中日关系、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。毛泽东关于“中

间地带”“三个世界”等战略思想，对于冷战时期两极格局下改善中日关系起到了重要的

理论指导作用。中日复交前后中国的对日政策发生调整，无论是“以民促官”的“民间外

交”，还是中日关系“政治三原则”的确立，始终将原则性贯穿于从《中日联合声明》到《中

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的过程之中，成为新中国对外关系及外交实践的重要范例。

　　关键词：中日关系　民间外交　政党外交　《中日联合声明》　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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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社会科学院日本研究所　副所长、研究员、博导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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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发展中日睦邻关系是新中国外交的重要任务之一。在新中国成立

后，日本一些保守势力采取对华敌视态度。有鉴于此，在毛泽东“中间地

带”“三个世界”等战略思想的指导下，中国积极主动发展两国侨务、经济

贸易等民间交流关系。不断扩大的中日民间良性互动交往，使得日本各

界要求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呼声日益强烈。中国政府审时度势，采取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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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民间先行、以民促官”的方式，于１９７２年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，为１９７８

年两国签订和平友好条约奠定了政治基础。这一时期，共产党执政的中

国改善了中美关系和中日关系，在国际上的影响不断扩大，对维护亚洲

乃至世界和平发挥了重要的历史作用。

　　一、毛泽东“中间地带”论断的对日政策理念

　　“反帝反修”、团结亚非拉是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中国对外关系的显著特

征。美国继续推行敌视中国的政策，中苏关系也全面恶化，这是中国对

外关系经受严峻考验的艰难时期。毛泽东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“反帝反修”

背景下提出“两个中间地带”论断，①为２０世纪７０年代中国外交打开了新

局面。其中，中日邦交正常化正是“两个中间地带”的战略思想在中国对

外关系中的显著外交成果。

首先，面对美苏对华敌视的不利态势，毛泽东以“两个中间地带”

论断加以应对。在“反帝反修”形势下，毛泽东发展了“中间地带”理

论，提出了“两个中间地带”②的论断，对中间地带格局及其政治角力

进行了精辟分析，明确了团结中间地带力量在“反帝反修”过程中的

可能性和重要性。１９６４年１月５日，毛泽东在同到访的日本共产党

中央政治局委员听涛克己谈话时指出，“从国际地位来说，日本同美、

苏比，占第二位。像这样第二位的国家还有英、法、西德、意大利等。

我们还是有工作可做。日本垄断资本同美国并非那样团结”。③ 这句

话显然把日本和欧洲一些国家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区分开来，指明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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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４６年８月，毛泽东在同美国记者安娜·路易斯·斯特朗的谈话中第一次提出“中间地
带”理论。他指出，“美国和苏联中间隔着极其辽阔的地带，这里有欧、亚、非三洲的许多
资本主义国家和殖民地、半殖民地国家。”参见《毛泽东选集》第四卷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１年
版，第１１９４页。

１９６３年９月２８日，毛泽东在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上讲话指出，“我看中间地带有两个，一个
是亚、非、拉，一个是欧洲。日本、加拿大对美国是不满意的。．．．．．．东方的日本，是个强
大的资本主义国家，对美国不满意，对苏联也不满意。”参见《毛泽东外交文选》，中央文献
出版社、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，第５０６－５０７页。
《毛泽东文集》（第八卷），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版，第３４４页。



了二战后日美关系的“不对等性”及矛盾，是改变中日不正常关系的

外交切入点。

其次，毛泽东在冷静分析当时国际形势的基础上，表明了争取“两个

中间地带”国家的重要性，并为对日外交指明了方向。要依靠第一中间

地带，争取第二中间地带，“反帝反修”，反对美苏超级大国的霸权主义。

在发展同亚非拉国家的团结与合作的同时，加强了对日本和西欧国家的

外交工作，并取得了突出的成果，尤其通过民间外交改善中日关系，取得

显著成效。１９６５年１１月２５日，毛泽东在中日青年友好大联欢上与前来

参加的日本各界代表团团长和其他日本朋友进行谈话，谈话中指出，“现

在世界上有两种运动，一种是像你们和我们团结起来，反对共同敌人的

运动；一种是帝国主义以及他们的朋友联合起来反对我们的运动。所谓

反对我们，就是不仅反对中国人民，也反对日本人民”。① 在这里毛泽东

表明了中日两国人民应该团结起来反对帝国主义，共同维护亚洲和世界

和平的愿望。

再次，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，中国调整并确定了联美抗苏的“一条线”对外

战略方针，推动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实现。２０世纪６０年代末７０年代

初，中苏关系严重恶化，苏联在中苏边境陈兵百万，对中国国家安全构成

直接威胁，因而反对霸权主义主要指反对苏联的霸权主义。② 同时，美苏

力量对比也发生了有利于苏联的逆转，美国不得不采取战略收缩，寻求

应对之策。对此，毛泽东指出，“尼克松政府内外交困，国内一片混乱，在

世界上非常孤立”。③ 当时日本民众不满政府的亲美反华政策，其持续不

断的反对日美安全条约的反美爱国行动汇入了世界反帝、反殖和反霸斗

争的历史潮流。为了应对与苏联的争霸，美国不得不调整对外政策，积

极谋求改善美中关系，以遏制苏联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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针对形势的变化，中国政府及时调整了对外战略，采取“联美抗苏”

的策略，推动了中美关系缓和与中日邦交正常化。一是中美关系的缓

和。１９７２年２月，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标志着中美关系正常化进程的

正式开始，表明美国改变了敌视中国、不承认中国的对华政策。二是中

日关系发展。在中美关系缓和的直接推动下，１９７２年日本首相田中角荣

访华，签订了中日两国邦交正常化的协定。

在尼克松访华和中日恢复邦交之后，毛泽东提出了反对苏联霸权主

义的“一条线”战略思想。１９７３年２月１７日，毛泽东指出，“一条横线是

指纬度，就是指美国、日本、中国、巴基斯坦、伊朗、土耳其、欧洲。其主旨

就是团结世界上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，包括美国在内，共同反对苏联霸

权主义，维护世界和平。”①可以说，“一条线”也是深化“中日邦交正常化”

的战略方针。可见，从“中间地带”、“一条线”到“三个世界”战略思想的

发展，充分解释了中国调整对外战略方针的理由，②并成为实现中日邦交

正常化的指导方针。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，中国确定的以联美抗苏的“一条

线”战略，是对于６０年代“两个中间地带”理论的发展，“一条线”是中国在

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对国际局势进行理性判断后做出的战略选择。③ 中日

邦交正常化的历程表明，日本作为“中间地带”和“一条线”上的重要国

家，成为中国积极联合的世界上一切可以联合的力量，应为共同维护东

亚乃至世界和平与安全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　　二、以民促官的“民间外交”与中日“政治三原则”

　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，尽管中日两国民间交往不断扩大，但在日

本政府签订“日台和约”后，中日关系受到很大影响，中国政府希望通过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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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毛泽东外交思想研究》，世界知识出版社１９９４年版，第１７２－１８０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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张小明：《冷战时期新中国的四次对外战略抉择》，《当代中国史研究》１９９７年第５期。



间交往发展并积累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，进而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。①

也就是在“中日人民友好”的旗帜下，以“民间先行、以民促官”即“人民外

交”的方式进行。② 而日方亦将“人民外交”称为“带有革命志向的外交战

略”。③ 在这一方针指导下，两国间以促进中日邦交正常化的经济、文化

交流为目的的人员往来日益增多。

首先，中国力图以“民间先行、以民促官”的方式，积极推动恢复中日

正常关系。中国政府基于中日两国人民的传统友谊，从处理好中日关系

有利于亚洲及世界和平的大局出发，积极采取了一系列有利于中日关系

发展的行动。１９５２年５月–６月，双方第一个中日民间贸易协定由日本

国会议员宫腰喜助等人与中方在北京正式签订。中日民间交往的大门

自此打开。同年１２月１日，中国政府发表《就“关于在中国的日本侨民的

各项问题”中央人民政府有关方面答新华社记者问》，宣布了中国政府保

护守法日侨和协助愿意回国的日侨回国的一贯立场。

面对中方积极主动的姿态，日本社会各界人士充分认识到中日恢复

邦交对两国人民都是有利的，从而以实际行动推动日本政府改变既往政

策，促进中日互动。毛泽东于１９５５年１０月２日和１４日两次会见恢复日

中、日苏邦交国民会议会长久原房之助及其随访人员。９月中旬至１０月

中旬，以上林山荣吉为团长的日本国会议员代表团应中国全国人民代表

大会常务委员会刘少奇委员长和彭真秘书长的邀请，来访北京参加中国

国庆六周年典礼。双方就中日邦交正常化、中日贸易等问题在友好融洽

的气氛中交换了意见，达成了“中日两国应该为实现邦交的正常化积极

努力”的一致意见并发表联合公报。毛泽东在会见上林山荣吉及代表团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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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８２、８３页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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成员时指出，“我们之间的社会制度虽然并不一致，但这个不一致，并不

妨害我们的相互尊重和友谊”，“就人民的利益要求，应尽早建立正常的

外交关系”。①

上述这些行动以及中国政府多次呼吁日本政府就中日关系问题进

行会谈的积极姿态，为日后中日邦交正常化磋商奠定了基础。对于当时

的中日两国来说，在战争状态尚未结束的情况下，战胜国从大局出发对

战败国采取这样的主动行为，在国际关系史上是空前的，它表现了中国

政府和中国人民的宽阔胸怀和政治远见。②

其次，中国政府提出中日关系“政治三原则”和“对日贸易三原则”，

克服日本保守势力的阻挠，进一步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。１９５６年１

月３０日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全国政协二届二次会议上，再次呼吁

中日两国政府商谈邦交正常化的问题。就在中日两国关系有所起色的

时候，战后初期被定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于１９５７年２月上台，对中日两

国间逐步发展起来的友好往来和贸易关系进行了毁灭性破坏，并制造

“两个中国”论，竭力阻碍两国关系正常化。中国充分认识到，只有联合

日本共产党、社会党等革新政党共同要求岸信介内阁放弃敌视中国的政

策，才能改善两国关系。在这种不利情况下，１９５８年７月，中国政府提出

中日关系“政治三原则”，即：日本政府不能敌视中国；不能追随美国搞

“两个中国”的阴谋；不能阻碍中日关系向正常化方向逐步发展。③ １９５９

年３月３日，中国共产党代表团与日本共产党代表团发表联合声明，指出

“依靠中日两国人民的共同努力，排除美国和日本反动势力的各种阻碍，

恢复中日两国外交关系，发展两国人民之间的经济、文化交流和友好往

来是一定能够实现的。”④９月２０日，中国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日本首相

石桥湛山签署会谈公报，明确提出改善中日关系和政经不可分的原则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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１９６０年８月，周恩来总理会见来华访问的日中贸易促进会常务理事

铃木一雄等人，并就中日关系和中日贸易问题发表重要讲话，提出了“对

日贸易三原则”，即政府协定、民间合同、个别照顾的原则。① “根据‘贸易

三原则’，秉承从后方支援经历过反安保斗争的‘日本人民’的更多斗争

的宗旨，按照人民外交的思路，实现恢复、扩大中国主导的中日民间贸易

这一目标。”②１９６２年９月１６日，周恩来总理与到访的日本自民党顾问、

国会议员松村谦三会谈，双方开辟了“廖承志———高碕达之助贸易”渠

道，逐步实现中日关系正常化。

再次，中国政府和人民主动采取改善中日关系的措施，得到了日本

友好人士支持，使得日本反华势力难以阻挠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。尽管

佐藤荣作上台后在干涉中国内政、反对中国加入联合国等诸多方面使中

日关系再次恶化，但是，由于日本人民要求恢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潮流

势不可挡，日中友好团体等各民间团体、财界著名人士等都纷纷向中国

政府做出友好表示，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。更为重

要的是，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给追随美国外交政策的佐藤政府

带来巨大冲击，这无疑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的进程。在这种形势下，

执政七年零八个月之久的佐藤内阁的支持率急剧下降，只好于１９７２年７

月６日宣布总辞职。随后成立的田中内阁打破僵局，从有利于亚洲和世

界和平的大局出发，走进了发展中日邦交正常化的历史之门。

　　三、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：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政治过程

　　２０世纪７０年代，中日关系取得了突破性进展，两国政府经过多次磋

商，正式恢复了外交关系，使中日两国人民盼望已久的中日关系正常化

终于实现，开创了两国关系史的新纪元。

首先，中美关系改善，促进了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。进入２０世纪７０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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年代，中国恢复了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，这也直接导致了日本民众对恢

复日中邦交正常化的强烈支持。据时任日本外相的福田赳夫回忆：“当

时在日本国内，‘中国、中国’的呼声已经所向披靡，对于如此高涨的群众

情绪，亦是无法漠视的。”①尤其是在冷战后期，国际政治继续向多极化方

向发展，美国放弃了长期以来推行的“遏制中国”政策。１９７０年１２月毛

泽东主席在会见美国记者、《西行漫记》作者埃德加·斯诺时明确表示欢

迎尼克松总统访华。１９７２年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，中美关系打开了正常

化的大门，中国国际地位的提高也对日本国内政治产生了重大影响。尼

克松访华并在上海发表了具有历史意义的《中美联合声明》，迫使一贯追

随美国的日本政府不得不在对华政策上做出新的选择。中美关系的改

善，极大地刺激和推动了日本当政者迅速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性。尽管

日本对盟友美国搞“越顶外交”颇为不满，但在日本人民和各界人士强烈

要求下，恢复日中邦交成为历史必然。

其次，中国通过中日文化交流、“乒乓外交”等形式，广集日本各界对

华友好共识，积极推动中日邦交正常化进程。１９７１年初，在中日两国友

好人士的共同推动下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日本乒乓球协会共同决定，

邀请中国参加在名古屋举行的第３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，促进日中两国

乒乓球界的友好交流，促进日中友好和日中邦交正常化。随后日本乒乓

球协会代表团访华，周恩来总理和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亲自接

见。１９７１年３月在日本名古屋举行的第３１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上，由

赵正洪、王晓云为正副团长的中国乒乓球代表团，积极开展“乒乓外交”。

赵正洪团长邀请美国乒乓球代表团访华，“以小球推动大球”，促进了中

美关系的发展。王晓云副团长同日本各界进行广泛交流，会见了自民党

干事长大平正芳、政界元老三木武夫、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政界要

人。三木是自民党中最早主张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。１９７２年４月，三

木访华与周恩来总理举行两次会谈。他主张承认中日复交三原则，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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复交后签署永不再战宣言。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主张“一个中国

论”，即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的唯一合法政府，并且主张美军从台

湾海峡撤走和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。竹入的对华

政策主张，使得公明党与中国方面建立了良好关系。其后公明党带团访

华，竹入义胜在中日复交中发挥了积极而重要的作用。大平正芳作为执

政的自民党干事长第一次会见中国乒乓球代表团王晓云副团长，热情而

积极地进行了交谈，这件事本身就有着特殊的意义。① 此次与日本政界

要人的会晤对日后日本的对华政策调整均产生深刻影响。

再次，通过中日双方克服困难及长期不懈的努力，终于实现中日邦

交正常化。１９７１年７月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访问中国并提出了日中

恢复邦交的五原则。这成为后来中日“复交三原则”的基础。② 同年９

月，“促进恢复日中邦交议员联盟”代表团访华，并与中方确认中日邦交

正常化的基本原则。这表明要求日本政府改变对华政策的不只是在野

党，呼声已经发展到执政党内部，其政治意义是很大的。因为中日关系

问题实际上就是台湾问题，中日能否恢复邦交的关键在于日本采取怎样

的对台政策。在恢复中日邦交的历程中，中国政府就化解台湾问题这一

障碍做了大量前期工作：中国政府坚决反对“旧金山片面媾和”与“日台

和约”，反对岸信介内阁、佐藤内阁的“两个中国”政策，并在政治上进行

了坚决斗争和抨击。③ 中国政府提出了以台湾问题为核心的“对日政治

三原则”，要求日方停止制造“两个中国”的行为。１９７２年，中国方面将以

上各项原则的内容归纳为三项基本问题，称为中日复交三原则。此时的

周恩来总理已经重病在身，但仍夜以继日地会见日本朋友，说明中国的

合理主张，关心和部署对日工作，力促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。④

田中内阁从１９７２年７月７日开始到１９７４年１２月９日结束，总共不

１１

２０２１年第４期

①

②

③

④

吴学文、林连德、徐之先：《中日关系（１９４５—１９９４）》，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１５１页。

刘建平：《战后中日关系：“不正常”历史的过程与结构》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２０１０年版，

第２２４页。

吕耀东：《中日复交后台湾问题的凸显与外交对决》，《东北亚论坛》２０１６年第５期。

吴学文、林连德、徐之先：《中日关系（１９４５—１９９４）》，时事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版，第１６７页。



到两年半的时间。其执政时间不算长，却走出日中关系的关键一步。田

中内阁时期正是国际形势和日本国内局势发生巨变的时期。中日双方

通过民间渠道和长期大量的友好工作，日积月累，越来越呈现出明显的

效果。恢复中日邦交正常化已成为大势所趋、人心所向、上下一致的巨

大潮流。① 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５日，日本首相田中角荣、外相大平正芳和官房

长官二阶堂进一行来华访问。２９日，两国政府首脑签署了《中日联合声

明》，由此实现了中日两国关系的正常化。

　　四、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谈判的原则性

　　中日两国政府于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在北京发表《联合声明》，以此恢

复了外交关系。但作为曾经交战的双方，从立法程序上说，政府间联合

声明的内容还必须以签订和平条约的形式加以确定。中方表明，推动

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的签订，就是对发展睦邻友好关系以及维护东亚地

区和平的重要贡献。

首先，中日关于和平友好条约进行谈判，邓小平提出“小局要服从大

局”，保障两国友好维护世界和平未来的大方向。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，中

日两国政府发表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宣布中日双方

“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间的和平友好关系，同意进行以缔结和平友好条

约为目的的谈判”。并表明《中日联合声明》的内容还将以签订和平条约

的形式加以确定。１９７３年９月９日，周恩来总理向日本驻华大使小川平

四郎表示，“中日两国大的方针就是签订中日两国和平友好条约，这对改

进远东形势有好处。我们希望中日两国不要因小失大。小局要服从大

局，不能大局服从小局。”②在完成贸易、海运、航空和渔业四项具体业务

协定之后，中日双方都希望尽快缔结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。１９７４年８

月，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和日中友好议员联盟代表团分别访问中国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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表达了日方希望进行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愿望，中国政府副总理邓小平

在１９７４年１０月３日会见日中友好协会和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代表团时表

明了加快中日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重要的。在这一背景下，中国外交部

和日本外务省于１９７４年１１月就和平友好条约问题进行了副部长磋商，

双方把这次会谈看作是和平友好条约谈判的首次预备性会谈。

其次，中方坚持以《中日联合声明》为基础，正确处理两国和平友好

条约谈判的原则性。中日于１９７５年初举行了第二次预备会谈，双方在条

约内容应以《中日联合声明》为基础这一点上取得两点一致意见：一是即

将缔结的条约是面向未来、保障两国将来走向友好道路的条约；二是条

约内容以《中日联合声明》为基础。① 但在２月１４日的第三次预备会谈

时，双方在“反对霸权”问题上出现分歧。依据《中日联合声明》中规定，

“两国任何一方都不应在亚洲和太平洋地区谋求霸权，每一方都反对任

何其他国家或国家集团建立这种霸权的努力”。中国认为，不谋求霸权

和反对霸权是“联合声明”的一项重要内容，和平条约只能在“联合声明”

的基础上前进而不能后退。日方则以“针对第三国的反霸条款会刺激苏

联”为由，不同意将其写进条约。尔后，围绕“霸权条款”问题，谈判迟迟

不见实质性进展。

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，对和平条约持消极态度的三木内阁因大选失败而辞

职，随即成立福田内阁。福田内阁提出推行所谓“全方位外交”，和所有

国家都保持友好关系的方针，同时表示要尽早缔结日中和平友好条约。

他于１９７７年１月先后委托国会议员田川诚一、参议院议长河野谦三、公

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等人捎口信或带亲笔信给中国领导人，表明他要

“忠实地履行联合声明”。中国政府表示，如果日本政府确有诚意，中国

亦准备恢复谈判。进入１９７８年以后，福田内阁加快了缔约的步伐，回应

了日本各界要求缔结和平条约的呼声。在中日缔结和约问题上，日本曾

对美国持有何种态度心里没底。但中美建交势在必行，这也对改善中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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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系起到了促进作用。尤其是中国国内形势，随着“四人帮”被粉碎，全

国安定团结，朝着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方向前进，为中日关系的健康发

展呈现出广阔前景。

再次，中国促进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的缔结，为实现亚洲的持久和

平与稳定做出积极贡献。１９７８年７月２１日，中断两年零七个月的谈判

重开。８月１２日，日本外相原田直与中国外交部部长黄华分别代表本国

政府正式签署了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。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充分肯定

了中日两国政府的“联合声明”，指出，“中华人民共和国和日本国满意地

回顾了自１９７２年９月２９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日本国政府在北京发

表联合声明以来，两国政府和两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关系在新的基础上获

得很大的发展；确认上述联合声明是两国间和平友好关系的基础，联合

声明所表明的各项原则应予严格遵守；确认联合国宪章的原则应予充分

尊重；希望对亚洲和世界的和平与安定做出贡献；为了巩固和发展两国

间的和平友好关系；决定缔结和平友好条约。”①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的

签订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。

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使１９７２年《中日联合声明》所规定的两国关系

准则以条约的形式得到了体现和发展，是中日睦邻友好关系发展到一个

新阶段的重要标志，对维护亚洲和太平洋地区的和平与安全产生了积极

影响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毛泽东关于“中间地带”“三个世界”等战略思想，是老一辈共产党人

对于冷战时期美苏两极格局下改善中日关系的外交指导方针。中国政

府推动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的意愿，得到日本各主要政党、友好团体以

及其他各组织的肯定。② 中日通过“民间外交”“人民外交”的形式，增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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了两国人民间的交往和友谊。需要指出的是，中日邦交正常化虽然是在

田中内阁时期实现的，但从根本上讲，它是中日两国人民长期共同努力

的结果。１９７２年的《中日联合声明》，宣布两国２０多年的不正常状态结

束。它消除了二战后中日两国的消极状态，揭开了当代中日关系的新篇

章，同时也为东亚区域合作创造了和平与发展的良好环境。中日邦交正

常化创建的睦邻友好关系新局面，具有不可低估的历史意义和现实

意义。

从《中日联合声明》到《中日和平友好条约》签订，形成两国官民并

举、多渠道、多领域、多形式、多层次的良性互动交流新局面。这无论在

中日关系史，还是在国际关系史上都是罕见的。尤其是《中日和平友好

条约》缔约当年，１９７８年１２月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具有

深远历史意义的“改革开放”政策。中国的改革开放与对外政策的调整，

更加有利于中日关系的发展。经济发达、技术先进的日本在中国对外开

放中占有重要地位。历史事实表明，毛泽东关于“中间地带”“三个世界”

等战略思想在改善和发展中日关系中有着重要理论指导意义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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